自觉整体论初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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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以《黄帝内经》为基本经典的中医学的继承与发展问题一直受到关注，怎样把握其基础理论与方法论的现代意义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本文通过对《黄帝内经》的阐释，认为中医学之整体动态的方法论建立在精神自觉的基础之上，本质上是自觉整体论。借助于自觉整体论的阐扬，有可能为中医学的继承与发展铺就现代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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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哲学的角度阐释中医学的基本属性，最合理的进入方式是直面中医学的元典，首先理解与领会元典的基本精神，并将其贯彻到具体的临床实践中去。只有具备能够有效指导中医临床的品性，相应的理论阐释才能被中医学所接纳，成为中医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样，只有能够有效阐释中医学的哲学理论才能够反过来真正揭明中医学的哲学内蕴与精神。否则，有关阐释纵然快意一时，洛阳纸贵，最终仍难免其“灰色的”失落。由此我们看到，在中医学现代化的过程中，人们虽然不断应用近现代哲学与科学理论努力阐释中医学的合理性，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有关成果的整体性缺陷也慢慢显现出来。分析这些缺陷的本质，我们发现：总的来说，它们还没有能够把握中医学的基本特性，也就是说，这些理论并没有把人的整体性作为基本准则彻底贯彻下来。分析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表面上看是由于历史、文化、科学、社会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实质上是因为那些用来阐释中医学的理论都不是从中医基础理论的内核处生发出来的，皆属于外在而不是内在，因此发生排异反应与“药源性疾病”也是正常的。当然，这些问题有待解决，只是有关遮蔽思路的迷雾尚待廓清。我们认为：从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眼光看，认识中医学的认识理论已经内蕴于中医学之中，接下来的工作只是让其自性显露出来而已。

    一、王冰、张介宾对《黄帝内经》的自觉阐释

    《黄帝内经》是中医学的基本经典，有关它的成书年代诸家看法不一，大多皆以为在战国与汉代之间。由于不载著述人名而托之于黄帝，后世学者对《素问》与《灵枢》的具体创制过程并没有直接的材料可以了解，因此，如何才能达到对于《黄帝内经》的自觉认识，或者说对其能够有“同情的了解”，这个问题实际上成为传递整个中医学统的关键问题。回顾历史，我们看到，唐代的王冰以及明代的张介宾通过对《黄帝内经》的注释与类编成功解决了这一问题。他们成功的标准可从两个方面来衡量：一是准确阐释了《黄帝内经》有关理论的思想内涵及其临床作用；二是通过阐释，增强了《黄帝内经》的理论解释能力，并使其从仅是医家经典的地位上升到中国文化之元典的地位，影响可谓深远绵长。综合起来看，王冰的贡献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他对《黄帝内经素问》进行了重新编次，并把《上古天真论》由旧本的第九卷“移冠篇首”1，使得后来学者看到了一个具有道家思想形式的原始文本；其次是经过他的具体诠释之后，《黄帝内经素问》与《老子》、《庄子》等原始道家思想的内在联系显现出来。据统计，在注释《上古天真论》时，王冰引用《老子》10次、引用《庄子》6次来释义该篇的养生理论、方法与理想境界，从而把中医学思想的源头与道家思想统一起来，在最高层次上解释了“医道同源”的理论内涵；第三是在上述基础之上并通过对《黄帝内经素问》各篇的具体注释，为后世学者研究、实践和体验道家思想开显了一条入世的技术化的道路，并为当代新道家思想的创建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文化资源。张介宾的贡献在于他对《黄帝内经》诸篇进行了整体上的分类注释，在其编著而成的《类经》中包括摄生、阴阳、藏象、脉色、经络、标本、气味、论治、疾病、针刺、运气、会通等十二大类共三十二卷。在此基础之上，他又特别作《类经附翼》，对《黄帝内经》与《周易》经传的会通之处进行了详细比较，遂成不移之论。我们看到，在经过王冰与张介宾的注释与阐释会通之后，《周易》、《老子》与《庄子》成为由《黄帝内经》开创的医家传统的经典文本，同样，《黄帝内经》也成为与上述经典具有同等地位的中国文化元典，中医学的精神境界通过王冰以道解医和张介宾以易解医的阐释而得到开显。

    上述这种把中国哲学的元典与中医学的元典会通阐释的方法实际上是以元释元、以经证经，它建立在王冰与张介宾对待经典的态度皆为“信古”的基础之上。如王冰在《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中认为：“夫释缚脱艰，全真导气，拯黎元于仁寿，济羸劣以获安者，非三圣道则不能致之矣。孔安国序《尚书》曰：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2张介宾也认为：“《内经》者，三坟之一。”3由于对《黄帝内经》的文化来源没有怀疑，所以他们虽分别身处唐代与明代，但对上古之书非但没有隔膜之感，反而更是自觉地以发扬光大上古之道为己任。因此，在他们看来，《黄帝内经》非但不是“朴素”的，而且是“发明至理以遗教后世”4的金石之言。这种看法与当今人们对中医学方法论的普遍认识不一样。探讨其间产生差别的原因将有助于我们从文化根源上认识中医学的理论本质。

    当代学者认识与研究中医学的方法论，基本上采取的是比较研究的方式。这种比较研究存在着一种思维模式，即用近现代哲学与科学的方法论来研究中医学，亦即用非本土化的方法论分析与重构中医学。不可否认，有关研究的动机在于帮助与提高中医学的现代品性，发挥其在当代社会的功能。不过事实证明，虽然中医学中存在着整体论、唯物论、辩证法、控制论、信息论、自组织理论、非线性理论以及复杂性理论等等方法论的基本要素，但由于这些要素只是内蕴于中医学的理论体系之中，并没有发展出诸如上述种种明晰化的理论形态，所以在研究者看来，中医学的方法论只是“朴素”形态的方法论，而不是高级与先进的方法论。因此，相比之下，研究者只能发现这些“先进”的方法论对于发展中医学的意义，至于中医学本有的方法论对于发展“更先进”方法论的意义，有关研究则很少取得进展。怎样才能在此处取得转机与突破，我们认为这取决于对中医学的理论自觉。这里又突现两个问题：一是怎样才能实现理论自觉？二是理论自觉就能够解决中医学的继承与发展问题吗？

    通过对王冰与张介宾的研究，我们看到，他们既是“信古”者，也是“释古”者，或者说，他们是通过“释古”而成为坚定的“信古”者。那么，他们是通过什么样的道路来实现文化互释的呢？下面我们通过引述《黄帝内经》的原文，看看其中养生与疾病防治的道理对古代文化的阐释。

    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故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是以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贤不肖不惧于物，故合于道。所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而不危也。

                     ——《素问·上古天真论》

    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

    如果说《老子》、《庄子》与《周易》经传对自然、社会与人生的生成原理进行了总体性的说明，那么，通过《黄帝内经》的有关养生与疾病防治道理的阐述，“圣人”以即身即道的体验，具体论证了有关生成原理的正确性。从中我们看到，有关论述的核心点是人的生命与健康的规律，而王冰与张介宾也正是基于此点才对《黄帝内经》作为集古代文化之大成的真相进行了成功的会通阐释，并由此揭明了中国文化的活水源头。由于“道”与“阴阳”不再仅仅是一般现代人所理解的抽象概念，它们在人自身的形与神方面皆有具体所指，因此，《黄帝内经》亦即中医学中的概念就超越了哲学上的抽象普遍性而实现了科学上的具体实在性，并具体表现为以个体的人的精神为理论内核的医学体系。5没有个体人的精神自觉，就没有生命自觉，也就没有对于“道”与“阴阳”的自觉。从精神自觉的角度来看待古代文化，那些古代社会所存在的自发精神现象就转换为自觉意义上的“尊道贵德”。由此我们认为，达到理论自觉的前提条件是首先实现自我精神的自觉，只有精神自觉才能完成对古代文化的现代转换。

二、精神自觉的文化表达

    那么，精神自觉归于何处呢？我们认为，《黄帝内经》的总体精神是要求人们过一种有质量的精神生活。这种精神生活的源头表面上看是来自古代原始社会人们素朴的精神状态（所谓“其民故曰朴”），但在哲学上来说，这个源头实际上是指精神的生成之门。如果人们在此不能把握精神的本质，那么，人们就无法确定生活方式是否合理，也就无法体认《黄帝内经》在建构中医学基础理论时的根本。由此我们来审察有关文本。

对《黄帝内经素问》之“素”的释义，林亿一方面说王冰没有解释，另一方面又对全元起的解释不太满意。他说：“所以名《素问》之义，全元起有说云：素者，本也。问者，黄帝问岐伯也。方陈性情之源，五行之本，故曰《素问》。元起虽有此解，义未甚明。”6既然未明，那就应该使之显明。故而林亿试解云：“按《乾凿度》云：夫有形者生于无形，故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气形质具而痾瘵由是萌生，故黄帝问此太素，质之始也。《素问》之名，义或由此。”7林亿把《素问》的意义解释为“太易”之后的有关内容，我们以为值得进一步商榷。

当今解释哲学的思维方式一般总是与发问分不开，认为不会发问，或者不能问到底，终极意义就难以开显。我们现在探讨中医学的意义，当然离不开这个路数。只是我们的发问与追问不能离开传统的文本而仅是质问，那样的话，人们只能自绝于中医学的精义。因此，我们认为，表面上看，《素问》之“问”是黄帝问于岐伯，而实质上看，则是“问”“素”，即通过一问一答，显现“素”对于人正常健康存在的意义。如果没有这样的问答，就不能够“见素”，不能“见素”，那么只能在自发的意义上“抱朴”，而不能在自觉的意义上与“朴”合一。这层意义不仅适用于《素问》，同样也合于《灵枢》，只有带着这样的眼光去读《黄帝内经》，我们才能读出“至理”。

由此我们认为，与春秋战国时代的其它百家经典一样，《黄帝内经》也是觉悟之书，其觉悟的表现就是以“素”为“道”，把“高下”统一起来，并把“素”作为精神实在的代表。这样一来，人们虽不离形而实质上超越了形，并把“气质”化约为“神质”（所谓“太易者，未见气也。”）来思考问题与解决问题。因此我们认为，《黄帝内经》表达的是这样一种观点：疾病的发展史与演变史只是人们精神发展与演变历史的正常反应与现象。只有从精神的奥义处着眼，我们才能对《黄帝内经》作一通解，才能全面把握其中的时代性的内容与超越时代性的理论精髓，也才能正确理解“不泥古”的含义。本来，“泥古”只是机械思维的结果，只是着眼于“迹”而忘记了“所以迹”，所以，“泥古”必然主张“复古”，而“复古”必然陷入逻辑悖论之中。因为在理论上说，如果“古”已不存，复之则无望；如果“古”仍然存，则不必复而自在。所以说，“复古”实无必要。我们认为，对阐发《黄帝内经》或者说中医学的精神来说，其中的关键环节就是抓住其“不必复而自在”的特性，让现代人意识到它的存在，自觉实践并自觉发扬。这就是中医学的继承与发展之路。

    三、自觉整体论的理论内核

    受现代科学以分析还原方法为主要思维方式的影响，中医学的方法论在近现代的科学、文化与哲学史上一直没有受到重视，而有关比较研究也一直处于人主我从的状态。我们对这种情况不满意，其实质原因在于本来中医学的精神应当主导与引领社会的发展，但由于人们在思维方式上以偏概全，故而形成了当代社会的主流文化也是以偏代全的状态。因此，我们希望中医学能够起到补弊纠偏并振弊起衰的作用。至于中医学能否起到这样的作用，我们将另文再论。目前，寻找中医学方法论的现代表现形式是摆在我们眼前的中心任务。

在寻找合适的表达方式之前，我们必须做好避免纠于形式的准备。因为在《黄帝内经》中，由于阴阳五行学说的形式与其所要表达的精神实质存在着与生俱来的矛盾，因此，从古至今不知有多少人陷在其中不能自拔，从而忘掉了阴阳五行的主人和灵魂是什么。同样，由于人们只知气化而不识气化之本，所以最终难握司化之权。以上教训仍然具有现代意义，从性质上说，这不仅是中医学中存在的问题，而且是人类文化中的普遍现象。只要人们不能“物物”而是“物于物”，这种现象随时随地皆可发生。从思维方式上考察其本质，它与“泥古”一样，皆是仅从事物之静止的一面着眼，而看不到发展变化的永恒性。而要把握发展变化，必须放弃一劳永逸的幻念，做到动态，即原生态，亦即整体地把握事物。我们看到，中医学就是以整体动态地把握生命、健康与疾病的发展变化的规律为根本特色的医学。只是就目前来说，我们不能停留在重复说明的水平，而是要试图揭示它的现代意义及其表现形式，首先实现中医学理论创新的目标。

具体分析中医学整体动态的方法论，必须有一个视角的转换，明确是谁在应用它，目的何在。我们认为，这种方法论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而是贯彻于从基础研究到临床实践全过程的终极意义上的方法论。这里我们要问，为什么中医学的方法论是整体动态的？是什么规定了它的这种性质？答案在于自然界或者说宇宙演化的性质就是整体动态的，作为天人相应的天然承担者，人的精神的变化也必然是整体动态的，此所谓“神转不回”（《素问·玉版要论》）。问题在于人们在把握与应用这种方法论的时候，必须是精神觉悟的人才能恰当地实现，所谓得其神髓。对此《素问·八正神明论》曾有下面的描述：

请言神，神乎神，耳不闻，目明心开而志先，慧然独悟，口弗能言，俱视独见，适若昏，昭然独明，若风吹云，故曰神。

因此，如果没有对精神之自然变化规律的直觉和把握，也就谈不上中医学的存在。从此点扩开去看，不仅是中医学如此，任何种类的文化与科学都是如此，这是人类文化的一般通则。所以，把握精神的特质必然成为文化的核心。只是论述它的一般规律与对精神自体的觉悟是两回事，而后者只能自觉，不能由人代替。故而整体动态的方法论应当是自觉整体论，它提示人们，没有自觉，也就不会有整体。实际上，整体的生成必须以精神作为机枢才能实现。8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看到，中医学的方法论实质上是自觉整体论，对精神的领悟与自觉居于其核心地位。从此出发，我们既可以看到中国哲学精神在中医学中的体现，又可以分析一般科学方法论的局限，从而通过对中医学精神的发扬，为继承与发展中医学寻找一条现实的道路。
1 《黄帝内经素问》第1页，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年第1版。原文引林亿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注本在第九卷，王氏重次篇第，移冠篇首。今注逐篇必具全元起本之卷第者，欲存《素问》旧第目，见今之篇次皆王氏之所移也。”


2 王冰：《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


3 张介宾：《类经序》。


4 同上。


5 参见张超中：《黄帝内经的道与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2年博士论文。


6 《黄帝内经素问》第1页，人民卫生出版社1965年。


7 同上。


8 参见张超中：《整体的生成与整体生成法——兼论新道家的文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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